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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治理：乡村治理中的单元下沉
与生活转向

丁 波

（安徽大学 社会与政治学院，安徽 合肥 230601）

摘 要 在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背景下，微治理是乡村治理转型的重要方

向。微治理立足于乡村治理单元下沉与生活转向，提高乡村治理精细化水平。因此，基于

“制度与生活”理论视角，分析微治理的生成逻辑与运行机制。一方面，微治理有效应对村

民自治下沉的制度环境，回应村民差异化的生活需求，及时处理日常生活实践中的“微事

务”。另一方面，微治理以村民小组为治理单元，构建“微共同体”“微网格”和“微组织”的内

在要素，推动乡村治理共同体再造、治理方式重塑和治理资源整合。微治理重构乡村治理

形式和内容，在治理实践中呈现出多元治理主体结构、制度化的治理规则和“软硬兼施”的

治理策略。微治理作为新时代乡村治理新模式，能够提升村民主体性地位，优化乡村治理

结构，有助于实现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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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石，乡村治理有效性直接关乎国家治理现代化与乡村振兴战略全面实

施。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完善社会治理体系，健全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提升社会治理效

能”。2023年中央一号文件指出“健全党组织领导的村民自治机制，全面落实‘四议两公开’制度。完

善网格化管理、精细化服务、信息化支撑的基层治理平台”。自 2016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

厅印发的《关于以村民小组或自然村为基本单元的村民自治试点方案》实施以来，各地积极探索村民

自治的有效实现形式，创新基层治理模式。例如，广东清远和湖北秭归的“村民自治下沉”，通过村民

自治单元下沉，激发村民自治活力，发挥村民小组在乡村治理中的功能和角色。微治理是在基层治

理体系下沉和基层治理精细化背景下应运而生，微治理将乡村治理中自上而下的制度权力与自下而

上的生活需求相结合，通过治理空间划分和治理单元下沉，积极回应村民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从而

推动乡村治理转型。

当前，学界对于微治理研究较为丰富，通过回顾和梳理既有研究文献，发现学界对微治理研究主

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阐述微治理的内涵和社会基础，微治理的基本特征是精细化[1]，它能

够化解基层治理中的自治和他治的双维困境[2]。第二，研究微治理的实践困境和发展路径，微治理的

主体虽然存在身份合法性不明确[3]，但可以避免基层权力的内卷化[4]。第三，分析微治理中不同主体

的价值取向和行为模式，微治理的主体关系变化促使基层治理结构优化[5]，打破基层民众间的陌生化

状态，形塑小微多样的人际交往形式[6]。简言之，微治理作为基层治理体系下沉和精细化的有效治理

模式，能够实现治理主体、治理方式、治理内容和治理规则等要素转变，但现有文献大多集中于城市

社区微治理模式的运作过程和实践困境，对不同于城市社区的乡村微治理关注较少。

近年来，各地积极推进村民自治下沉，将治理单元由行政村一级向村民小组延伸，鼓励以村民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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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为单位，创新乡村治理机制。村民小组是微治理的重要治理单元，它直面村民日常生活的“微事

务”，推动乡村治理的生活转向。微治理以村民小组为空间载体，在此基础上构建“微共同体”“微网

格”“微组织”的内在要素，重构乡村治理机制，实现多元治理主体结构、制度化的治理规则和“软硬兼

施”的治理策略，进而提高乡村治理效能。因此，本文以全国农村社区治理试验区Y区的示范村S村

为例，以“制度与生活”作为理论分析视角，研究微治理的生成基础，分析微治理的内在要素构成，建

构微治理的运行机制，以期在原有乡村微治理研究基础上作出补充。

本文的经验材料来自于L市Y区S村，Y区 2017年底获批全国农村社区治理试验区，其中S村作

为Y区 22个示范村之一，得到了Y区人力资源、物力资源、财力资源等重点扶持。S村总面积 8.35平

方千米，下辖 12个村民小组；共有 736户，总人口 2143人，外出务工 512人；2020年村级集体经济年收

入为 69万元，村民人均年纯收入达 22034元。2019年，S村在上级政府部门指导下，创新治理方式和

治理机制，通过治理单元下沉至村民小组，将村委会的相关权力和职能下放村民小组，以村民小组自

治的有效实现形式，提高乡村治理效能。

一、“制度与生活”视角下的微治理转型

在乡村治理研究领域，“国家与社会”分析框架是重要的研究视角，而“国家与社会”二元对立分

析框架存在非此即彼的研究缺陷，导致乡村治理研究过多集中于国家权力与村民自治的关系讨论

上。对此，肖瑛提出“制度与生活”理论视角，其中，制度是“以国家名义制定并支撑国家的各个层级

和部门代理人行使其职能的正式制度”；生活是“社会人的日常活动，既包括各种权宜性生产的利益、

权力和权利诉求及生活策略和技术，又指涉相对例行化的民情和习惯法”[7]。一方面，以“制度与生

活”理论视角分析乡村治理模式的转变，可以更好地呈现国家自上而下的制度逻辑和村民自下而上

的生活逻辑。另一方面，“制度与生活”理论视角，强调制度与生活的联系和统一，即制度与生活具有

互嵌的关系特征。制度是生活的宏观环境，生活推动制度的发展变化。新制度主义强调制度环境对

组织的影响，从制度环境去解释组织结构和行为[8]。在关注制度环境影响乡村治理的同时，分析生活

主体对乡村治理的作用机制。因此，乡村治理既有正式制度代理人的治理逻辑，也有生活主体的实

践逻辑 [9]。

随着国家正式制度下乡，传统乡村社会的悬浮治理转向规范治理，规范化和技术化的治理特征

使得乡村治理更加注重村民日常生活、细微事务等。换言之，国家自上而下的制度化与村民日常生

活的问题化是微治理生成的重要基础[10]。一方面，村民自治下沉，将乡村治理单元下沉至村民小组，

缩小治理范围和治理规模，并在乡村治理实践中直面村民“微事务”，有利于推进多层次、立体式的村

民自治体系。另一方面，乡村治理由结构资源的制度治理转向日常生活的生活治理，关注村民日常

生活实践，提升村民在乡村治理过程中的主体性。

微治理适应新时代基层治理体系下沉的内在要求，它应对乡村社会的各类“微事务”，将乡村治

理单元下沉与生活转向相结合，实现治理平台共建、治理事务共治、治理成果共享。微治理是在村民

自治制度基础上，通过治理空间划分和治理单元下沉，推动乡村治理要素与治理过程的转变。因此，

微治理有别于传统乡村治理模式。传统乡村治理的“悬浮”特征，难以有效回应村民差异化的生活需

求，缺乏正式化和制度化的治理规则，往往依赖于人情治理，村民参与乡村治理的积极性不高。微治

理则在治理主体、治理方式、治理规则、治理目标等方面具有差异性。首先，微治理重视村民差异化

的生活需求，关注乡村治理实践过程中的各类日常生活“微事务”，提升村民生活幸福感和满足感。

其次，微治理将治理单元定位于村民小组或者自然村，以“微共同体”“微网格”和“微组织”的内在要

素，促进乡村治理共同体再造、治理方式重塑和治理资源整合。最后，微治理重构乡村治理形式和内

容，一是将乡村正式制度代理人与生活主体纳入治理主体，实现多元治理主体结构；二是以正式制度

作为微治理的主要治理规则，推进制度化和规范化的治理规则；三是将正式制度的“硬治理”和人情

面子的“软治理”相结合，以“软硬兼施”的治理策略，满足村民利益诉求和服务需求，提高乡村治理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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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因此，微治理是在传统乡村治理基础上的发展创新，微治理不仅是乡村治理单元下沉的外在表

现，更是乡村治理主体、治理方式、治理规则、治理策略等方面的内在改变，以外在形式变化推动实质

内容转变，实现乡村微治理的转型发展。

二、微治理的生成基础

传统乡村治理模式适用于传统乡村社会结构的治理情境，随着乡村人口流动的加速，乡村社会

结构变迁引发乡村治理的情境变动。村民自治下沉是微治理的主要制度环境，一方面，国家建设下

沉型政权，推动村民小组成为乡村治理的重要单元；另一方面，微治理有效应对乡村治理中日常生活

“微事务”，积极回应村民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

1.乡村社会结构变迁的情境变动

传统乡村熟人社会具有较强的同质性，随着城乡隔阂的逐渐消除，农村流动人口快速增加，传统

乡村熟人社会的内在特征产生改变。一方面，城乡间各种资源加速流动，农村大量剩余劳动力涌入

城市，农村逐渐显现出空心化、空巢化和老龄化的结构困境，乡村社会缺乏内生发展动力。另一方

面，乡村熟人社会的异质性特征不断突显，村民间的贫富差距拉大，乡村熟人社会日益呈现疏离化趋

势，具有人际交往关系网络的离散化和陌生化特征。

当前，乡村社会面临解构和重构，传统乡村社会结构发生变化，加速村庄共同体的消解，传统村

庄以地缘、血缘等联结的宗族共同体、生产共同体、文化共同体等产生改变，村庄公共事务和集体活

动减少，村庄守望相助的公共精神消失。同时，乡村社会的流动性和开放性特征不断增强，村庄流动

人口增多和村民生活方式变化，致使村民开始脱嵌于村庄共同体，并由具有集体意识的共同体转为

原子化的个体存在。简言之，乡村社会结构在流动中不断变迁，乡村社会逐步转向流动和异质的现

代乡村社会结构，推动乡村治理的情境变动。

2.村民自治单元下沉的制度环境

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目标，促使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单元下沉。随着国家建设下沉型政权，

国家推动法律制度和项目资源下乡，乡村治理的规范性要求不断提升。同时，国家政权对乡村社会

的渗透性加强，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得到重塑，传统乡村治理的非正式治理特征转为现代乡村

治理的规范性治理特征，构建起“自治、法治、德治”三治融合的乡村治理体系，并建立责权明晰的分

工机制和办事留痕的免责机制[11]。

目前，基层政府通过引导村民自治下沉，能够有效化解村民自治参与不足的治理困境。村民小

组是乡村社会的基本治理单元，它有着共同的生产生活环境和方式，村民认同感和归属感较强[12]。村

民自治的单元下沉，使得乡村治理形式和内容直面村民日常生活，有利于激发村民积极参与村庄公

共事务的热情，提高乡村治理效能和精细化水平。因此，乡村治理通过缩小治理单元的范围和规模，

以及时解决村民日常生活“微事务”为目标，关注村民日常生活的治理内容，推动乡村治理单元下沉

的转变。

3.村民差异化需求的生活转向

乡村治理生活转向的内在动力是村民差异化的生活需求，它促使乡村治理不断向村民生活细微

之处发展，提升村民生活的获得感。乡村治理往往面对碎片化和细微化的村民日常“微事务”，村民

生活中的个性化公共物品需求不断增加。传统乡村治理的“悬浮”状态，导致农村公共物品供给模式

面临困境[13]。传统农村公共物品供给方式主要是以整齐划一和减少成本的集体视角进行供给，缺乏

个性化和差异化的具体生活需求。一方面，传统农村公共物品供给内容主要是农田水利、道路硬化、

水电输送等基础性公共物品，对于村民日常需求的生活型公共物品缺少相应的重视，致使农村生活

型公共物品供给质量和数量远不如城市社区。另一方面，农村公共物品供给主体的单一性，使得公

共物品供给效率低下，不能满足村民自下而上的实际生活需求。因此，传统农村公共物品存在供给

方式的整体性、供给内容的同一性和供给主体的单一性等困境，这些困境制约着村民生活质量的提

141



（总164 期）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升。微治理不同于传统乡村治理模式，它在公共物品供给方面，更加重视村民个性化的公共物品需

求，关注村民不同类别的实际生活需求，并引进不同特征和功能的社会组织，通过日常“微项目”资源

的“微供给”，满足不同村民的“微心愿”，进而提升村民的生活幸福感。

三、微治理的要素构成

乡村社会结构变迁和村民自治下沉改变了乡村治理的社会基础，微治理以“微共同体”“微网格”

和“微组织”为内在要素，推动乡村治理转型。“微共同体”是以村民小组为基础的新型共同体，它有助

于乡村治理共同体再造。“微网格”是治理空间缩微的治理形式，能够实现治理范围内的人员覆盖，推

进乡村治理方式重塑。“微组织”将村民组织化联结起来，整合乡村治理资源，培养集体观念和公共

意识。

1.“微共同体”：治理共同体再造

滕尼斯认为共同体应该是“建立在自然情感一致基础上、紧密联系、排他的社会联系或共同生活

方式”[14]。村民小组的共同体不同于传统封闭的共同体，它是兼具开放和流动的个体化的共同体空

间。传统乡村熟人社会的共同体，表现在相似的价值观、利益观和人际圈，并且是基于“伦理”和“人

情”的乡村社会结构。随着城乡流动的加速，村庄内部的传统熟人社会的关系网络发生变化，村民间

的社会关系日益陌生化，村庄共同体面临消解，乡村社会结构逐步由“同质同构”转为“异质异构”[15]。

S村约有四分之一的外出流动人口，其中以年轻人居多，村庄空心化、空巢化和老龄化的问题严重。

对此，S村发挥村民小组的组织动员功能，通过村民小组将离散化的村民重新组织，构建村庄新型共

同体。

村民自治下沉改变了传统乡村治理单元，村民小组逐步成为规模更小微化的治理空间。村民小

组承担着生产和生活的单元功能，村民小组在低分化持久交往下，显示出越来越浓厚的共同体特

征[16]。村民小组的居住空间集中，在日常生活中加深了村民间的情感交往，具有弥补村庄公共空间消

解的功能。尤其是生活在同一村民小组的村民，拥有稳定、持久和排他的社会关系，形成不同于传统

村庄共同体的“微共同体”。乡村“微共同体”主要表现为规模小微化的情感交往，可以实现熟人机制

的情感联结。S村村民小组内部的集体意识和身份认同感较强，在日常生活中村民往往以村民小组

进行身份标签化。同时，S村各类公共事务也以村民小组为单位展开。例如，广场舞比赛、基础设施

建设、防洪抗旱、征迁补偿等村庄公共事务与集体活动。S村在汛期会以村民小组为单位安排防汛值

班，其中，夜晚值班日期并不是固定不变，如果村民家中有老弱病残时，村民小组长会安排小组内的

其他村民代替夜晚值班。因此，村民小组内的左邻右舍逐渐涵养互帮互助、团结合作的公共精神和

集体意识。

2.“微网格”：治理方式重塑

网格化治理主要是应对基层碎片化治理困境，作为基层治理体系下沉的重要形式，它是重塑基

层社会治理形式的重要途径，它通过网格化治理平台实施权威整合与行政力量下沉，实现治理效能

提升的目标[17]。微治理中的“微网格”是立足于村民小组的治理单元，“微网格”进一步缩小网格范围

和规模，按照“地域相邻、规模适中、方便管理”原则，实现“网格全覆盖、条块相结合”[18]。

S村在各个村民小组采取“两级微网格”治理体系，制定“微网格”管理工作职责。一级网格化的

管理主体主要是村民小组长，村民小组长对本小组进行网格化管理，他们负责宣传党和国家在农村

的各项政策法规；帮助村两委做好社会管理创新、安全生产和信访稳定等工作；村民小组长负责网格

员的任务指派、日常管理和检查指导等工作。二级网格化的管理主体是党员干部和网格员，他们的

职责是负责收集、上报网格内村民生活需求、矛盾纠纷、不稳定因素等信息，及时联系核实村民实际

生活困难，倾听村民“微声音”，配合村级组织处理村庄矛盾纠纷和突发事件，承担网格内政策法制宣

传、纠纷调解、重点人群协管、治安巡逻和应急处置等工作。

“微网格”是微治理的重要治理方式，它改变传统乡村社会的简约治理，推动乡村治理体系下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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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型。一是发挥网格内人熟地熟的优势，提高网格员的工作积极性。二是通过“微网格”的信息精准

录入和分析，形成精细化、动态化、全程化治理，推进治理单元内的数字化升级，实现智能化和精细化

治理[19]。三是有效化解网格内各种矛盾，网格员及时上报和处理村民的利益诉求和矛盾纠纷，使村民

小组的小微事务能够化解在网格之中。

3.“微组织”：治理资源整合

传统乡村社会组织主要是依靠政府自上而下的行政资源扶持，往往这类社会组织行政化色彩浓

厚。当前，村级组织依据实际发展需求，建立小微社会组织，它是村民生产和生活所需求的“微组

织”，村级组织在其中起引领指导作用。一方面，村级组织通过各种不同类型的“微组织”，有效对接

村民的实际生活需求，增强“微组织”的基础性，激发村庄内生发展活力[20]。另一方面，“微组织”利用

其自身专业化优势，吸引多方治理资源，提升乡村治理的专业化水平。Y区鼓励成立各种类型的小微

组织，多渠道开展“微公益”创投活动，以“微组织”满足村民的生活需求，增强村民的集体感和归

属感。

第一，以购买社会组织服务为主要形式，将社会组织和村民服务需求对接，建立社会组织承接项

目、专业团队执行项目、面向乡村实施项目的运行机制，实现“微公益−微项目−微组织”的社会组织

运作过程。S村留守老人和留守儿童较多，为方便留守儿童上学，解决在外务工人员的后顾之忧。S
村引进L市具有资质的教育机构，创办村级幼儿园，幼儿园教学设施全部按市级达标水平建设，聘请

专业幼师。S村幼儿园开设不同班级，入园儿童只收取伙食费，其他费用全免。

第二，利用各类农业专业经济组织，向村民提供生产技术指导等服务，有针对性地组织生产具有

销售市场的农副产品，提高村民的生产组织化程度。S村是农业型村庄，村内大部分村民种植蔬菜，

为拓展村民蔬菜销售渠道，S村成立蔬菜合作社。S村蔬菜合作社主要是对接市场需求，合理安排村

民种植各类蔬菜，接受农业部门的生产技术指导和农资捐助。

第三，探索村级增收发展渠道，鼓励村级组织通过资源开发挖潜、领办土地股份合作社、招引投

资项目、兴办服务组织、特色产业培育、农旅融合发展等多种形式，推动村级集体经济发展。S村先后

成立了村社联治理事会、环境治理联合会、土地流转合作社等“微组织”，并以此成立社会组织联合

会，会长由村社推荐的负责人员担任，成员由社会组织负责人、村两委负责人、村民小组长、村民代

表、退休干部和教师等组成。S村以社会组织联合会为依托，整合各类项目资源，增强村庄内生发展

动力。

四、微治理的机制建构

微治理以“主体−规则−策略”的治理逻辑，从治理主体、治理规则与治理策略三个维度透视乡

村治理机制重构[21]。微治理通过吸纳村庄不同主体参与治理过程，优化治理主体结构，强化制度化的

治理规则，并综合运用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的“软硬兼施”治理策略，推进微治理机制的良性运行，

实现乡村“治理有效”。

1.多元治理主体结构

微治理以村民小组的“微自治”为基础，形成以村民小组议事组织为主体，村级组织、村级监督组

织为指导，其他社会组织为补充的多元治理主体结构。同时，在“微自治”的基础上，积极吸引村庄外

生主体，尤其是吸引村庄返乡精英，努力培育“新乡贤文化”，鼓励返乡精英以自治、法治和德治的渠

道参与治理过程[22]。微治理通过改变传统单一性的治理主体结构，进一步优化乡村治理主体结构，从

而实现乡村治理的共建共治共享。

S村在治理实践中逐渐形成以村级组织为领导核心、村民小组议事组织为主体、村民服务中心为

阵地，村务监督委员会、社会组织和村民代表等参加的村级议事制度，实施村级事务民主决策“6+4
工作法”，即村级事务六步协商决策、村级财务四档核支。同时，S村组建村民理事会，通过制定村规

民约，将村民理事会、红白喜事会、道德评议会、村协商委员会等合并成为村级联合会，吸收老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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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干部、致富能手、妇女代表等人员参与。此外，S村按照“7+X”模式，即 7个固定成员和 1个利益相

关方代表，成立村级协商委员会，开展议事协商，协商事项坚持“六议二公示”。其中，村民“提议”，村

民小组议事组织“联议”，村级协商委员会“民主商议”，重大事项报乡镇党委、政府审议，属于村民小

组的决策事项，由村民小组议事组织决议，村级组织承诺“践议”，工作进展情况、办理结果及时向村

民公示，接受村民监督。总而言之，微治理通过吸纳不同主体参与治理过程，有助于推进乡村治理决

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

2.制度化的治理规则

传统乡村社会的悬浮治理，使得国家政权对乡村社会渗透程度低，乡村治理缺乏正式化的治理

规则[23]。换言之，传统乡村治理往往运用乡村社会的乡土性特征进行非正式治理，容易造成乡村治理

规则的模糊。随着国家越来越重视乡村治理的制度化和规范化，乡村治理规则逐步正式制度化。一

方面，国家通过资源下乡的项目制，将乡村社会纳入国家治理体系，乡村社会承担的国家治理任务越

来越多，为保证治理任务的高效完成，自上而下建立了一系列制度规则，推动乡村治理的制度化发

展[24]。另一方面，基层政权由悬浮型向渗透型转变，强调村干部坐班化、脱产化、职业化，国家对村干

部素质的要求也是越来越严格，村干部的治理角色逐渐发生变化[25]。

乡村微治理按照国家正式制度要求，制定清晰明确的治理规则，规范乡村治理主体的权力范围，

实现乡村治理的制度化和规范化。Y区通过明确村干部基本报酬和工作任务，强化村干部的业务培

训，推行村干部的坐班化、脱产化、职业化，村干部年平均收入稳步增长。同时，S村实施村务公开制

度，以制度化规范村级小微权力，推进村级小微权力“1+3”管理模式。其中，“1”是指厘清一张村级

权责管理清单，“3”是指流程化规范、信息化服务、体系化监管，重点是构建村级党建标准化新格局、

打造村级“质量党建”新模式和建设村级党建新体系三个方面，实现村级党建标准化建设。

3.“软硬兼施”的治理策略

微治理通过综合运用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形成“硬治理”和“软治理”的双重治理手段，在应

对村民各种形式的“微事务”时，灵活采用“软硬兼施”的治理策略[26]。由于乡村社会的乡土性特征，更

加讲究人情面子、关系网络、文化习俗等，所以微治理既要有正式制度的“硬治理”，还要有以熟人社

会的乡土性特征为内容的“软治理”[27]。其中，“软治理”主要采取“动之以情，晓之以理”的情感疏导与

感情沟通，在一定程度上“软治理”更能得到村民的接受和认可。因此，微治理不仅包括国家法律制

度和正式制度作为支撑的“硬治理”，而且涵盖乡村熟人社会内在特征的“软治理”。

S村挖掘乡村传统治理资源，积极推进乡村“软治理”。一方面，创办新时代村民讲习所，开展“敬

老爱老助老”主题教育活动，连续多年进行“孝道红黑榜”评选活动。S村每年开展评选“好儿媳、好孝

子、好公婆”活动以及“五好家庭”“村庄好人”等评选工作，邀请表现突出的村民参加道德讲堂。另一

方面，S村的村民理事会引导村民崇德向善和移风易俗。例如，村民理事会对村民大操大办的红白喜

事采取柔性治理方式进行情感沟通，村民理事会成员上门对村民进行循循善诱式的情感劝导，利用

村庄舆论压力，强化道德教化作用，建立道德激励约束机制，推进村庄移风易俗。S村“硬治理”的主

要措施，一是对村庄典型案例设置现场法庭，进行公开开庭，让村民在日常生活中接触法治文化，了

解法治内容，增强法治观念，运用法律保护自身利益。二是加强区、乡、村三级综治中心标准化建设，

完善矛盾纠纷排查调处机制，依托乡镇人民调解委员会、村庄调解室等，打造村级民情调解工作品

牌。三是健全村庄公共安全体系，实施“雪亮工程”建设，深化“一村一警”包村联系制度，健全应急管

理机制。简言之，微治理以“软硬兼施”的治理策略，既发挥了自上而下“硬治理”的制度作用，又运用

了地方性知识的“软治理”手段。

五、结论与讨论

乡村振兴战略总要求是“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其中“治理有效”

是基础。微治理与基层治理精细化具有内在一致性，它以乡村治理单元下沉和生活转向为主要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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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优化乡村治理结构，提高乡村治理的精细化和高效化，有助于实现乡村社会的“治理有效”。本文

以全国农村社区治理试验区Y区的示范村S村为例，以“制度与生活”作为理论分析视角，研究微治理

的生成基础、要素构成和机制构建。随着乡村社会的流动性和开放性特征显著，以及基层治理体系

下沉和基层治理精细化的制度要求，村民小组的治理功能和治理角色日益突出。微治理以村民小组

为空间载体，通过“微共同体”“微网格”“微组织”的内在要素，推进乡村社会的治理共同体再造、治理

方式重塑和治理资源整合。同时，结合乡村微治理实践，微治理的运行机制主要体现在多元治理主

体结构、制度化的治理规则和“软硬兼施”的治理策略。微治理作为创新乡村治理机制的重要形式，

它将乡村治理单元下沉与生活转向相结合，有效应对村民日常生活“微事务”，通过重构乡村治理形

式和内容，提高乡村治理效能，进一步实现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微治理广泛运用于城市社区治理，它在一定程度上与城市社区治理的空间环境相契合，城市社

区具有自治程度高、原子化程度高、居民空间单元化、社会组织多样化等治理特征，这些治理特征与

乡村治理情境有所不同。因此，乡村微治理不能盲目效仿城市社区微治理模式，乡村微治理在实践

过程中应要考虑乡村治理情境的适应性，发挥微治理的最大功能和作用。微治理中的单元下沉，不

仅是治理空间的简单缩微，还是乡村治理主体、方式、规则、目标等整体性变革。微治理的目标措施

通常要求大量的人力物力投入到村民的日常“微事务”中去，这不仅增加了乡村治理成本，而且可能

产生治理资源的低效和浪费。因此，乡村微治理要在乡村治理情境基础上扬长避短，充分挖掘微治

理的制度功能，将微治理与村民自治制度相结合，增强微治理的适用性和灵活性，提高村民参与乡村

治理的积极性和行动力，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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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cro-governance： Unit Sinking and Life Transition 
in Rural Governance

DING Bo

Abstract In the context of modernizing grassroots governance system and governance capacity， 
micro-governance is an important direction for the transformation of rural governance, which is based on 
unit subsidence of rural governance and life transition to improve the refinement of rural governance. 
Therefore，The analysis of the generation logic and operation mechanism of micro-governance is 
ground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system and life” theory. On the one hand， micro-governance effectively 
deals with the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 of villagers’ self-governance sinking， responds to the differenti⁃
ated living needs of villagers， and timely handles “micro-affairs” in daily life practices. On the other 
hand， micro-governance takes the villager group as the unit of governance and builds the internal ele⁃
ments of “micro-community”， “micro-grid” and “micro-organization” to promote the reconstruction of 
rural governance community， the reshaping of governance methods and the integration of governance re⁃
sources. Micro-governance reconstructs the form and content of rural governance presenting a pluralistic 
structure of governance subjects， institutionalized governance rules and “carrot-and-stick” governance 
strategy in governance practice. As a new mode of rural governance in the new era， micro-governance 
can enhance the subjectivity of villagers， optimize the structure of rural governance， and help modernize 
the rural governance system and governance capacity.

Key words micro management； villagers’ group； system and life； rural govern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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